
“地方史研究”主持人语

“地方”，似为历史研究之根本，盖一切人、事之存在与变化，皆以实地为依托。最近这些年，中国史

学界对地方史料之发掘，对实地调查之提倡，已蔚为潮流。对各种尺度的地方历史进行考察，不但可以

让我们更了解各地不同之历史动态状况，更可以帮助我们对“国家”层面的宏观历史理解更接“地气”。

为了推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之进行，本刊从此期开始推出“地方史研究”专栏，所发表之 ４ 篇论文，系
投石问路，盼能吸引更多权威学者踊跃投稿，共同提升相关领域之研究水准。

特约主持人　 冯筱才教授

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盐之利”与
滨海人群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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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鱼、盐是滨海人群可以利用的主要生计资源。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盐之利”，主要集中在渤
海湾、莱州湾、海州湾、长江口两侧、杭州湾，浙南福建沿海各海湾、岛屿间，以及珠江口两侧、北部湾近海水域

及其沿岸。滨海地域鱼、盐资源的开发利用，多集中于交通便利之区，得与全国性的交通、贸易网络相联系。

渔业经济与盐业经济都是不能自给自足的、结构性短缺的经济，必须通过贸易等手段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粮食

等生活生产必需品，才能补充其经济的结构性短缺。滨海地域经济的不自足性，促成了滨海地域经济的外向

性。同时，渔盐业生产，均需要较强的技术条件、特定的生产工具和不同行业的配合，从而强化了滨海人群间

的相互依存。滨海地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贸易的必要性，乃是滨海地域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滨海地域；鱼盐之利；结构性短缺；中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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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滨海地域”，乃是指濒临海洋、居住人群之生计与海洋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或受海洋环境影响

甚巨的地区，是靠海为生的人群生活、活动的区域。它既包括一部分陆地、岛屿，也包括一部分海域，而

以海为生的人群乃是界定滨海地域的关键①。试图考察、认识并理解滨海地域及其活动人群，就必须先

弄清生活、活动于此种地域的人群是如何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基本资源、条件，以

及随后把它们在群体内部进行分配、并与群体外部进行交换的过程。资源、分配与交换乃是滨海人群生

计与经济的基本要素：生活在滨海地域的不同人群，采用各种手段，从外部环境中获取食物等生活必需

品，或换取生活必需的其他资源，亦即其生计方式；为了获取或换取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结合或组织起

来，并与群体外部进行交流（无论采取交换、贸易手段，还是采取抢掠方式），从而形成特定的经济形态

（“滨海经济”）与社会形态（“滨海社会”）。

中古时代，滨海地域可以提供给人们的生活资源与条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鱼为主的各种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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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滨海地域研究”（１４ＺＤＢ０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滨海地域”的界定，请参阅鲁西奇：《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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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获取的手段主要是捕捞和养殖；以捕鱼、养殖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人户，即“渔户”。二是海盐，获取的

方式主要是煮海水为盐，后来发展为晒盐；主要以生产食盐为生的人户，即盐户（又称为“灶户”）。三是

航行，海岸港湾提供了便利的停泊点（港口），广阔的海洋提供了海上交通与运输的便利（近海航路），从

而给滨海人群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生计手段，做水手，从事航海运输；主要从事航海运输的水手及其家庭，

即“船师”、“艇户”。当然，对于生活于滨海地带的人群而言，鱼、盐、港口与航路都是可供选择的生计资

源与条件，完全可以甚至是必须兼而采之。所以，居住于僻远海岛的渔民很可能拓殖岛上的荒地，也可能

在海边置灶煮盐，同时将自制的盐航海运往内地销售（“私盐”）。这样，他就兼具渔民、农夫、水手、盐民甚

至是“海商”的多重身份。另一方面，滨海地域气候的差别、海岸形态及其资源条件的不同、海洋鱼类资源

与汛期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制约了滨海人群可能采取的生计方式。由于不同滨海地域的资源

环境条件不同，滨海人群遂不得不适应外部环境所给予的资源条件，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生计方式。

因此，要弄清滨海地域的人群采用怎样的生计手段，就必须考察不同的滨海地域所可能提供的生计

资源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即何处可以制盐、何处可以从事渔业生产，而何处又便于开发港湾，开展航运。

当然，人们最终采用怎样的生计方式、形成怎样的经济形态，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滨海人群的“文化

传统”、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以及滨海地域的经济网络等诸方面。

一　 滨海地域的“鱼利”及其分布

表 １根据《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所记，列出了唐代沿海各州
进贡的水族及宋初沿海各州土产中的水产品。这些水产品，大抵以海产品为主。在表 １基础上，结合相
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中古时代沿海“鱼利”的集中分布之区。

表 １　 唐代沿海各州土贡与宋初沿海各州土产的水产品

州 《通典》
《元和郡县图志》

开元贡 元和贡
《新唐书·地理志》 《太平寰宇记》

沧州
糖蟹二十三坩，鳢、!
三百五十梃

糖蟹、鳢、! 糖蟹、鳢、! 糖蟹、鳢、!、牡蛎、蜃蛤

登州 文蛤 文蛤

莱州 文蛤 文蛤 牡蛎、海藻、文蛤

密州 海蛤二十两 海蛤 海蛤

海州 紫菜 海味、紫菜

楚州 海鲻鱼

扬州 鱼鲚、鱼!、糖蟹 干鲻鱼、鳇鱼酱、虾米

苏州

鲻鱼皮三十头，［"］
（#）鱼$五十头，　
肚鱼五十头

鲻皮、" $、肚 鱼、
鱼子

杭州 鲥鱼、瞨鱼、海蛤

越州 银鱼、蛤粉、%鱼

明州
海肘子、红虾米、

&子、红虾
海味

紫菜、淡菜、鲒、蚶、青

鲫、红虾、大虾米、石

首鱼、海物

台州 鲛鱼皮百张 鲛鱼皮 鲛鱼皮一百张 ［鲛］（蛟）革 望潮鱼、鲛鱼皮、海物

温州 鲛鱼皮三十张 鲛鱼皮三十张 鲛鱼皮 ［鲛］（蛟）革 鲛鱼、西施舌

福州 海蛤一斤 海蛤 海蛤 海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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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州 《通典》
《元和郡县图志》

开元贡 元和贡
《新唐书·地理志》 《太平寰宇记》

漳州 鲛鱼皮二十张 鲛鱼皮 鲛鱼皮 沙鱼皮、银鱼

潮州 鲛鱼皮十张 鲛鱼皮、灵龟散 鲛鱼皮、水马 鲛革、龟、水马 水马、鲛鱼皮、海桐皮

广州 鬽皮三十斤 鬽皮 鬽皮、鳖甲
明珠、大贝、玳瑁、水马

皮、鲛鱼皮、鬽

循州
［鲛］（'）鱼皮三［十
斤］

鲛鱼皮 水马、大鱼睛 鲛革 鲛鱼皮

端州 黄鱼 鲛鱼

恩州 鹅毛［鲛］（'）

崖州 真珠二斤，玳瑁一具 珠、玳瑁

安南都

护府

［鲛］（'）鱼皮二
十斤

鲛革

陆州 玳瑁二具，鬽皮六十斤 玳瑁、鬽皮

　 　 １． 渤海西南部的渤海湾、莱州湾。唐代沧、莱、登三州地处渤海西南岸与南岸，自古以来即是所谓鱼
盐之地。《尚书·禹贡》谓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海物，惟错”①。海物，《史记·夏
本纪》集解引郑玄曰：“海鱼也。鱼种类尤杂。”②《管子·地员》、《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刺权》等

也都说齐地多鱼盐之利。

汉代千乘郡治千乘县，处漯水入海口③。《水经注·河水篇》“漯水”条谓漯水东北流，“径千乘县二城

间”，复东北流，为马常坑，“坑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乱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饶，兹焉为最”④。所谓

“河海之饶”，当主要指鱼利。马常坑盖属于泻湖性质，通联河海，故渔业资源富饶。《魏书·地形志》于沧

州浮阳郡章武县下注称：有“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其阳信县则有盐山神祠，厌次县有蒲台祠，

所祠也可能是海神⑤。对海神的信仰，反映出当地民众生计对海的依赖。《旧唐书·食货志》载：“永徽元

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

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⑥舟楫通，鱼盐至，百姓歌之，鱼盐在沧州民众

生计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德宗初年，程日华（程华）据沧州，其参议李宇为之谋曰：“今州十县濒海，有鱼

盐利自给，此军本号横海，将军能绝易、定归天子，自为一州，賗甲训兵，利则出，无利则守，可亢盗喉襟。”⑦

沧州因得以重置为横海军。沧州藉鱼盐之利，得自为一军，且“岁馈义武钱十二万缗，粮数万斛”，可知其鱼

盐之利确颇为富饶。这里强调的虽然主要是盐利，但鱼利得与盐利并提，也是重要的。

唐莱州、登州之地在汉代属于东莱郡。汉代东莱郡以北海上有大片滩涂，称为“万里沙”。《汉书·

地理志》东莱郡“曲成”县原注：“有参山万里沙祠。”参山，当即《太平寰宇记》所记之“三山”，在掖县北

五十里，渤海南岸⑧。其地当即在今莱州市东北二十五公里处之三山岛（三山特别工业园区）。《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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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１５２页。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５６页。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东郡“东武阳”县原注：“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十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第 １５５７页。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五《河水五》，“漯水”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４９０页。
《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２４７２—２４７３页。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 ２１１３页。
《新唐书》卷二一三《程日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 ５９９６页。
《太平寰宇记》卷二，莱州掖县“三山”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 ４１７页。



孝武本纪》记元封二年（前 １０９）武帝至东莱，“祷万里沙”。应劭注曰：“万里沙，神祠也，在东莱曲城。”
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①则知万里沙当是三山之外海边的滩涂，易于发展渔业。

２． 苏北沿海水域。唐海州领朐山、东海、怀仁、沐阳 ４ 县，其中东海县在郁洲岛上。南北朝时期，青
冀流民大量南来，集聚郁洲，宋、齐在岛上侨立青州及齐、北海、西海诸郡。《南齐书·州郡志》云：“青

州，宋泰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州上。郁州在海中，周回数百里，岛出白鹿，土有田畴鱼盐之利。”②

其地处南北交争之前沿，屯戍之部曲士卒甚众，多资鱼盐之货。《太平寰宇记》记海州土产，有海味、紫

菜，注云：“产在郡东北五十里海畔石上，旧贡也。”又谓朐山县东南二百里有蛎山，“在海中，四面平坦，

潮上半没，潮落方见，故其上多蛎，即螺蚌之类也。”③楚州、扬州沿海，鱼利当更为富饶。《晋书·毛璩

传》记太元中毛璩为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

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

兵，朝廷嘉之”④。青蒲泽是海陵县东北境、射阳县东南境的大泽，东濒海岸，与滩涂相连。聚于青蒲泽

中的“亡户”所资生活者，大抵主要是鱼盐菰葑之利。

３． 长江口水域。《初学记·州郡部》“扈渎、盐田”目引《吴都记》称：“松江东泻海口，名曰扈渎。”又引
南朝齐顾野王所撰《舆地志》曰：“扈业者，滨海渔捕之名。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

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云扈。”⑤扈渎，即沪渎。沪渎为松江入海之口，乃吴郡（苏州）最重

要的入海之途。这说明六朝时期，长江口沿岸的滨海渔业已得到长足发展。晚唐诗人皮日休《吴中苦雨因

书一百韵寄鲁望》有句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⑥从苏州到沪渎，沿松江

而下，约有百里；通过沪渎，诸多海物水怪运输到苏州。这些海产，应主要来自长江口沿岸地区。

４． 浙闽近海水域。杭州湾当为鱼利丰富之区。《元和郡县图志》记钱塘潮，谓：“每年八月十八日，
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涛触浪，谓之弄潮。”⑦显然，在杭州湾捕鱼为生的渔子为数当不少。《太平

寰宇记》记杭州富阳县有“潮户”，谓“地近海，而民朔望迎潮而歌。”⑧这些潮户，应当就是在杭州湾“?

涛触浪”的舟人渔子。

浙东舟山群岛海域自来为著名渔场。顾野王《舆地志》述及$县之得名，谓：“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
山下贸易，因名$县。”⑨所谓“海中物产”，自当以鱼盐为主。《太平寰宇记》明州“定海县”条：“海鉌之
地。梁开平三年，吴越王钱以地滨海口，有鱼盐之利，因置望海县。后改为定海县。”⑩吴越、宋代定海

县治在今宁波市镇海区，其地正处于甬江入海口，自六朝以来，一直是著名的港口。其鱼盐之利甚丰，以

至置县以治之。同书“$县”条称：“东海上有野人，名曰［庾］定子。旧说云：昔从徐福入海，逃避海滨，
亡匿姓名，自号［庾］定子，土人谓之白水郎。脂泽悉用鱼膏，衣服兼资绢布。音讹亦谓之卢亭子也。”瑏瑡

明州$县以东海上的“野人”，当即主要活动于今舟山群岛及其附近海面上；他们在生活中“脂泽悉用鱼
膏”，显然以捕鱼为生。

乐清湾、温州湾也多海产。永嘉海味之饶，自来著称。《太平御览》引《永嘉郡记》曰：“乐成县新溪

口有蛎屿，方圆数十亩，四面皆蛎，其味偏好。”谢灵运《游名山志》曰：“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新

溪，当即流经今乐清市北境的仙溪；其入海口外的蛎屿，应即在今西门岛、白沙岛附近。《永嘉郡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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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 ４７７—４７８页。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 ２５９页。

⑧⑩瑏瑡　 《太平寰宇记》卷二二，海州，第 ４５８、４６０页；卷九三，杭州，第 １８６３、１８６９页；卷九八，明州“定海县”，第 １９６１ 页；卷九八，
明州“$县”条，第 １９６０页。

《晋书》卷八一《毛宝传》附璩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２１２６页。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江南道“扈渎、盐田”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 １８７页。
见《全唐诗》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７０８１页。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杭州钱塘县“浙江”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６０３页。
《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州郡部十七·江南道下》引《舆地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 ８３３页。



说：“乐成县木履山东带采海门。凡海采者，皆由其门，故以为名。多香螺、文蛤之属。”①木履山，应即

《初学记》所见木榴山、《太平寰宇记》所见木陋屿，即今之玉环半岛。《太平寰宇记》温州“玉环山”条

称：“一名木陋屿，又名地絁山。在海中，周回五百余里，去郡二百里。上有流水，洁白如玉，因以为名。”

又引《登真隐诀》曰：“郗司空先立别墅于此中。自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见在。”②则自东晋以来，玉

环半岛即有人家居住，并开垦湖田。木履山以东的采海门，应即今玉环半岛与大陆连接处的楚门一带。

海采，即诸种采自海中的物产。

唐时福州、漳州分处闽江、九龙江入海口，海岸曲折，多岛屿，故海产甚丰。而在表 １中，未见泉州海
产之记载，然泉州实亦多有鱼利。《太平寰宇记》记泉州土产，有海舶。其“风俗”栏称：“泉郎，即此州之

夷户，亦曰游艇子……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

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于乌］（了鸟）船。”③“泉郎”，当为“白水郎”之讹误，考另详。这些“夷户”（白水

郎），应当主要是渔民。其同安县“煮海里”条云：“一边在海中，有岛屿四所，计四百余家居焉，无田畴，

人以钓鱼拾螺为业。”④同安县沿海岛屿上的居民，虽然已被官府编入乡里，需要纳赋服役，但并无田畴，

“以钓鱼拾螺为业”，是渔民。

５． 珠江口水域。《水经注·%水篇》记汉末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
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

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

地，宜为都邑”⑤。步骘所睹千种万类的“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自当主要产自珠江口水域。

孙吴时万震撰《南州异物志》、晋裴渊撰《广州记》、徐衷撰《南方草木状》、刘宋沈怀远撰《南越志》等六

朝地志均记载了很多“海怪鱼鳖”，说明当时人对于广州沿海地区的海产已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而在广

州所属各县中，分处于珠江口北、南两侧的东莞、新会二县，海产最为丰富。东莞县因袭东晋南朝东官郡

而来。《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广州“东莞郡故城”条称：“晋义熙中置，以宝安县属焉。多蚶、蛎、石&、
海月、香螺、龟。”其东莞县下又记有珊瑚洲，谓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海中，“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⑥。

唐新会县乃沿袭南朝新会郡而来。《太平寰宇记》记新会县领有“譙户”，谓其“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

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又有“卢亭户，在海岛中，乘舟捕海族砐'
蛤蜊为业。”⑦凡此，都说明新会县境内滨海地带多有渔民居住。

６． 北部湾。合浦郡自汉代以来，就以产珠著称。《后汉书·孟尝传》载，东汉顺帝时，孟尝为合浦太
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

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⑧。则知珠户必赖贸易方得为生。而这些珠

户受郡守驱迫，显然已纳入编户。吴时万震撰《南州异物志》云：“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便教

入水求珠。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得好珠，吞之而出。”⑨所谓“官禁民采珠”，当是指官府禁
止珠户之外的编户齐民擅自采珠。晚唐刘恂撰《岭表录异》卷上称：“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

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瑏瑠这些“珠户”，显然是被官府控制的特殊编

户。而那些未纳入“珠户”的采珠人，则仍被称为夷人。《太平寰宇记》太平军（唐廉州所改）风俗栏称：

“夷人号越)，多采珠及甲香为业。”瑏瑡越)，亦当即“游艇”、“庾定”之异写。至宋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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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⑧

⑨

瑏瑠

《太平御览》卷九四二《鳞介部十四》，“蛎”，第 ４１８４页。
③④⑥⑦瑏瑡　 《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温州“玉环山”条，第 １９８０页；卷一二，泉州“风俗”栏，第 ２０３０页，泉州“同安县”，第 ２０３２页；卷

一五七，广州“东官郡故城”条，第 ３０１５、３０１９页；卷一五七，广州“新会县”，第 ３０２１页；卷一六九，太平军“风俗”，第 ３２２７页。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七《%水》，第 ３０９９—３１００页。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孟尝”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 ２４７３页。
《太平御览》卷八三《珍宝部二》，“珠”目引，第 ３５６８页。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鲁迅校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５页。



广南西路转运使何亮奏称：“钦州蛮人劫海口譙户禾米，如洪寨主李文著以轻兵泛小舟掩袭之，文著中

流矢死。其随文著将校八人并斩讫，仍牒安南捕贼。”①“海口譙户”由官府供给禾米，专事采珠；劫掠之

蛮人逃往安南，显然也是海上人群，二者的区别也在于“譙户”入版籍，“蛮人”属化外。除珠户外，北部

湾沿岸还有很多以渔业为生的人群。《太平寰宇记》钦州风俗栏载：“有夷人，名高梁人，不种田，入海捕

鱼为业，婚嫁不避同姓，用腊月为岁。……又有獠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②无论是高梁人，还是獠子，

大抵均以捕鱼为主业。

二　 滨海地域的“盐利”及其分布

古代海盐的生产，需要具备三方面自然条件：（一）淋卤煎盐，需要开辟滩场，或积沙汲卤，或掘坑聚

卤，故海岸应较为平坦，有较大面积低平的沙滩，以便开辟为“盐田”。（二）煎卤制盐，需要耗费大量燃

料，应有大面积芦苇草荡可供采集薪草。（三）盐产量大质重，需要有较为方便的交通方式，以便外运。

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虽然理论上沿海诸处皆可煮海制盐，但实际上，中古时代的海盐生产，主要集中

在如下沿海地区：

１． 渤海西南与南部沿岸。汉武帝时在滨海地带所置的十八处盐官中③，渔阳郡泉州县（治在今天津
武清）、渤海郡章武县（治在今河北黄桦），千乘郡（治在今山东高青），北海郡都昌县（治在今山东昌

邑）、寿光县（治在今山东寿光），东莱郡曲成县（治在今山东招远西北）、东牟县（治在今山东牟平）、*
县（治在今山东龙口）、昌阳县（治在今山东文登）、当利县（治在今山东莱州）十处，均在渤海西南岸或南

岸，占滨海盐官总数的一半强。东莱郡共领 １７县，其中 ５ 县置有盐官，是盐官设置最为密集的郡，其盐
产最为丰富。

魏晋北朝时期，北方海盐生产仍当集中在这一地区。《魏书·食货志》记北魏末年于沧、瀛、幽、青

四州置灶煮盐，谓：

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

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

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④

“迁邺”指北魏末年（孝武帝永熙三年，５３４）高欢胁迫北魏朝廷东迁邺城事。则东魏、北齐时，在北方沿海四
州共置有二千六百六十二灶。其中沧州置灶最多。据《魏书·地形志》，沧州乃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５１７）
分瀛、冀二州置，濒海者乐陵、浮阳二郡，平均每郡有七百余灶。魏末瀛州只有章武一郡滨海，亦置有四百

余灶。《水经注·淇水》记清河东北流，过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注引《赵记》云：“石勒使王述煮

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又引《魏土地记》曰：“高城县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

为业。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⑤则魏时高城县当在今海河下游南岸、天津市静海区一带，自后赵时

即已开始煮盐，北朝时“藉盐为业”之民甚众。魏末幽州所领郡县中，只有渔阳郡雍奴、土垠二县临海。据

《魏书·地形志》，雍奴县境内有泉州城，当即汉代置有盐官之泉州县。故幽州境内之盐灶当主要分布在雍

奴县东南境泉州城一带。魏末青州领郡中，北海、乐安、乐陵三郡临海，其地即汉代千乘郡南境、北海郡北

境，自来即为煎盐之所。青州之东，光州所属东莱、长广、东牟三郡各县多滨海，《魏书·食货志》虽未载其

置灶之数，然《水经注·胶水》谓“胶水北历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盐坑相承，修煮不辍”⑥。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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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１６０８—１６０９页。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钦州“风俗”，第 ３２０１页。
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９６—１９８ 页；罗庆康：《汉代盐制

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 ３期。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 ２８６３页。
　 《水经注疏》卷九《淇水》，第 ８８８页；卷二六《胶水》，第 ２２８４页。



水下游滨海之地盐坑相连的情形，已在光州东莱郡境内，说明魏末光州滨海各郡亦当置有盐灶。

隋唐五代时期，沧、棣、青三州是北方沿海最重要的产盐州。《新唐书·食货志》记唐前中期滨海产

盐之州，谓：“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

农。”①则其时滨海之州，大都产盐。无论盐产多少或产盐多寡，每年均须向司农输送二万斛盐，其来源

则是盐民交纳的盐租。青、沧、棣等州盖为产盐大州，则除输送二万斛盐之外，另以多余的盐租出卖，买

“轻货”输送司农，盖因其盐租甚富之故。

隋唐时期，沧州一直以盐产著称。《新唐书·高开道传》谓高开道为沧州阳信人，“世煮盐为生”；投

附河间格谦为乱，为隋兵所败后，“与其党百余人亡海曲”②。高开道的身份应当就是灶户；他造反失败

后亡命“海曲”，说明他本身就来自海滨，属于滨海人群。《新唐书·地理志》于沧州清池、盐山二县下均

注称“有盐”。《太平寰宇记》卷六五于沧州盐山县下载：“咸土，在（盐山）县东七十里。东西南北一百

五十里。地带海滨，其土咸卤，海潮朝夕所及，百姓取而煎之为盐。”③上引《旧唐书·食货志》所记高宗

永徽初年（６５０），沧州刺史薛大鼎开无棣河，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也反映出盐利在沧州民众生活中具
有重要意义。

沧州以南的棣州控扼黄河入海口，亦以盐产著称。据《新唐书·地理志》，棣州渤海县亦“有盐”。

按：唐渤海县乃垂拱四年（６８８）分蒲台县东北境（黄河东北岸地）置，“以在渤海之滨为名。天宝五年，以
地土咸卤，自旧县西移四十里，就李丘村置，即今理”④。则渤海县之置，很可能即与盐利有关，其李丘村

以东至旧县治四十里间及其更东之滨海地带，大抵皆为盐产区。《太平寰宇记》于滨州蒲台县下称：“大

海，在（蒲台）县东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回二里，俗呼为斗口淀，是济水入海之处，海

潮与淀相触，故名。今淀上有井可食，海潮虽大，淀终不没，百姓于其下煮盐。”⑤棣州之盐产或甚巨。

《旧唐书·李师古传》载：贞元九年（７９３），“成德军节度王武俊率师次于德、棣二州，将取蛤+及三汊城。
棣州之盐池与蛤+岁出盐数十万斛。棣州之隶淄青也，其刺史李长卿以城入朱滔，而蛤+为纳所据，因
城而戍之，以专盐利。其后武俊以败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隶之，蛤+犹为纳戍。纳初于德州南跨河而城
以守之，谓之三汊，交田绪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为武俊患”⑥。棣州盐池与蛤+每岁产盐达十万斛，
利益甚厚，致成德（淄青）、成德、卢龙（幽州）三镇交争。藩镇于产盐地筑城置戍，除了控制盐产外，可能

也直接介入盐业生产。五代时，更于蒲台县置榷盐务，后改为赡国军⑦。以“赡国”为军名，可知其盐利

甚厚；而榷盐务之置，当是由官府直接控制食盐的运销。

２． 苏北海岸。《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盐渎”县原注云：“有铁官。”汉盐渎县，向来定在今盐城市
附近，其地绝无可能产铁；盐渎僻处海滨，并非交通要道，也没有可能成为转运冶铁产品的枢纽。而其地

后世向以产盐著称，可《汉书·地理志》却独不载其地置有盐官，颇为奇怪。故此处之“铁官”，或当为

“盐官”之误。东汉时，盐渎县由临淮郡度属广陵国。《后汉书·马陵传》载：章和元年（８７），马陵任广陵
太守，“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⑧。其所奏罢之盐官，当即盐渎县之盐官。而“盐渎”之名，说明

其地盐产当通过“盐渎”运往外地。

南朝齐阮升之撰《南兖州记》称：“南兖州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所，县人以渔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

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此］吴王所以富国强兵而抗汉室也。”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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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第 １３７７页；卷八六《高开道传》，第 ３７１４页。
　 《太平寰宇记》卷六五，河北道沧州，第 １３２５、１３３３页；卷六四，河北道滨州“渤海县”条，第 １３１５ 页；卷六四，河北道滨州“蒲

台县”条，第 １３１６页。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师古传》，第 ３５３７页。
《新五代史》卷六《职方考》：“滨州，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赡国军，周因置州，

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为属县，而治渤海。”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族孙棱传》，第 ８６２页。
《太平御览》卷一六九《州郡部一五》，楚州，第 ８２２页。



处所谓“南兖州”，其时寄治于广陵；其所说之“县”，据《太平寰宇记》，当即盐城县，即汉代盐渎县。盐城

县人“擅利巨海，用致饶沃”，显然是占有滨海盐业资源，私煮商卖。

上引《新唐书·食货志》所记滨海盐产诸大州中有楚州、海州。《新唐书·地理志》楚州“盐城”县原

注称：“本故汉盐渎县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有监。”①此百二十三盐亭之制，当承自南朝，在唐前期

仍应属于民产商销体系。而盐城县所置之监，当即盐城监，为乾元初年（７５８）实行榷盐法后所置之沿海九
监之一。《太平寰宇记》谓其地为“古之盐亭也，历代海岸煎盐之所”，其所管盐场有五、紫庄、南八游、北

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海等九场，在盐城县“南北五十里至三十里，俱临海岸。”②九场之制，应是榷

盐法实施后，在百二十三盐亭之制基础上，加以整合而成，是官府管理、收集、运销盐产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谓海陵县有盐官，当即海陵监。《太平寰宇记》卷一三“海陵监”谓：“煮盐之

务也。唐开元元年置海陵县为监，于海陵县置泰州，以辖其监。皇朝开宝七年移监于如皋县置，从盐场

之近便也。”③按：开元元年（７１３）尚未行榷盐法，海陵置监，当在乾元元年（７５８）前后，文中“开元”当为
“乾元”之误。《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于泰州盐城县下称：“海，在县东二百二十里。南接江口，北接楚

州盐城界。”其所说当是唐时盐城县的南北界（因为太和五年分置如皋县、南唐分置泰兴县与静海制置

院之后，盐城县即不再临江口；杨吴时析海陵北界置招远场之后，海陵县也不再北接盐城县界）。故唐

时盐城监所属各场即当分布在盐城县界以东二百余里、南北数百里的海岸地带。《太平寰宇记》泰州海

陵县“海陵仓”条下云：“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

次焉。计每岁天下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所述也当是唐后期情形。其“胡逗洲”条称：“在（海陵）

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④胡逗洲当即东洲，入

宋以后“因洲升为海门县”，故此处所述也当是唐代情形。开成二年（８３７）七月初，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
乘坐的船舶在大江口着岸，碰见卖芦人，得知其地属海陵县淮南镇；后来发现江口“近侧有盐官”，即与

盐官判官元行存取得联系；经元行存帮助指引，从江口北行十五里，得到镇家⑤。这里所见的“卖芦人”

当是割芦苇卖给灶户以煮盐的人；盐官置于淮南镇（当系白潮镇之别称）之南江口，应当是直接负责盐

业生产的低级官吏。

唐时海陵监所管盐场，当包括宋初海陵、利丰二监所管之十六场中的大部分。《太平寰宇记》谓宋

时海陵监监境“东西一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一十里”；所管八场，分为南四场、北四场，分散在如皋、兴化

二县境；管亭户七百一十八，丁一千二百二十。此八场，在唐代当均已存在。盖如皋县之前身即为太和

五年（８３１）所置之如皋场，原本应即盐场之一。利丰监于宋初分置，治在通州南三里，管西亭、利丰、永
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余庆等八场，大多处于静海、海门二县境；管亭户一千三百四十二，一千六百

九十四丁。此八场中，至少可以断定，石场港在唐代已经存在⑥。

３． 江南海岸。汉武帝时所置沿海十八处盐官中，有会稽郡海盐县。秦汉海盐县故治，初在今上海市
金山区张堰镇南，西汉时沦于柘湖，徙治武原乡（在今平湖市东），至东汉永建二年（１２７）又陷为当湖，移
至今平湖县东南故邑山旁；东晋咸康七年（３４１）又移治今海盐市稍东南马?城；隋及唐前期屡经废置，
至开元五年复置，治“昊御城”，即今海盐市。对此，谭其骧先生皆已有细致考辨⑦。《水经注》载：

谷水出吴小湖，径由卷县故城下。……谷水之右有马皋城，故司盐都尉城，吴王濞煮海为盐，于

此县也。是以《汉书·地理志》曰：县有盐官。东出五十里有武原乡，故越地也，秦于其地置海盐

县。……谷水于县出为澉浦，以通巨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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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⑤

⑦

⑧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第 １０５２页。
③④⑥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盐城监，第 ２４６５页；卷一三，海陵监，第 ２５６８页；卷一三，泰州，第 ２５６４—２５６５页；卷一三，海

陵监，利丰监，第 ２５６８—２５７０页。
［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卷一，京都：法藏馆，１９８８年，第 １０８—１１９页。
谭其骧：《海盐县的建置沿革、县治迁移和辖境变迁》，见氏著《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８８—３０１页。
《水经注疏》卷二九《沔水下》，“谷水”条，第 ２４４９—２４５１页。



按：谷水之下游，大致即相当于流经今海宁市与海盐县东南境的长山河（其上游则相当于由嘉兴流经海

宁的长水塘），其入海处之澉浦，当即今海盐县澉浦镇。则汉时海盐县盐官，当即在今海盐市东南之马

皋（?）城，东晋时因其城而移为县治，其地通过谷水与会稽郡内地相通。据上引《水经注·沔水》“谷

水”条所记，知吴时于汉代置有盐官的马皋城置立司盐都尉，故马皋城又称为司盐都尉城。孙休永安七

年（２６４）秋七月，曾有“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①。骆秀就是海盐司盐都（校）尉。
吴时在海盐司盐校尉之南，另置有海昌司盐都尉。《宋书·州郡志》吴郡太守“盐官令”条引《吴记》

云：“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治，此后改为县。”②《水经注》称：“谷水又东南，径盐官县故城南，

旧吴海昌都尉治。晋太康中，分嘉兴立。《太康地道记》：吴有盐官县。”③《元和郡县图志》杭州“盐官

县”条：“本汉海盐县，有盐官。《吴志》云：‘孙权为将军，陆逊始仕幕府，出为屯田都尉。’即此地也。武

德七年省入钱塘县，贞观四年复置。海水，在县南七里。”④则知南朝至隋唐盐官县，当治于今盐官镇。

吴时所置之海昌都尉，亦当为司盐都尉；后因其官署而置盐官县。

东吴在今常熟境内另置有南沙司盐都尉。《宋书·州郡志》晋陵太守“南沙令”条称：“本吴县司盐

都尉署。吴时名沙中。吴平后，立暨阳县，割属之。晋成帝咸康七年，罢盐署，立以为南沙县。”⑤则暨阳

县所属沙中产盐，立有司盐都尉署。《晋书·成帝纪》咸和五年（３３０）五月，“石勒将刘征寇南沙，都尉许
儒遇害，进入海虞。”⑥许儒所任之都尉，当即南沙司盐都尉。东晋南朝之南沙县即隋唐之常熟县⑦。

上引《新唐书·食货志》所记唐前期滨海盐产诸大州中，有杭、苏二州，其盐产地，当即在自两汉以

来的海盐、盐官、南沙（常熟）等地。乾元初实行榷盐法之后，置有嘉兴监。贞元中，顾况说：“淮海闽骆，

其监十焉，嘉兴为首，朝廷以是蠲贷恒赋。……遂有采山煮海之役，十年六监，兴课特优。”⑧晚唐陈邵撰

《通幽记》记贞元五年（７８９），有李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⑨。则知嘉兴监当管领若干盐场；场
置籴盐官，当是负责向盐户收买盐产，集中运销。据《宋史·河渠志》，徐浦是所谓柘湖十八港之一，在

华亭县境入海，则徐浦下场（或当另有徐浦上场）当在华亭县境。大和四年《故右内率府兵曹郑君墓志

铭并序》谓郑准卒于苏州华亭县白沙乡徐浦场之官舍瑏瑠。志文未明言郑准生前所任官职，然由其卒于徐

浦场官舍可以推知，其生前可能正是徐浦场盐官；而徐浦场之位置，正在华亭县白沙乡。《太平广记》引

《原化记》载，“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瑏瑡。陆四官庙，据《云间志》卷

中，又作陆司空庙，在华亭县南四里。元和初年，同一晚上停泊在陆四官庙前的盐船即有数十只，可知其

时华亭县盐产必甚丰。又《太平寰宇记》引晋顾夷《吴郡记》云：“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即海盐，与盐官之

地同也。”瑏瑢据此，可推知嘉兴监所管，不仅为嘉兴县境内的海滨盐产，还应当包括华亭、海盐等苏州滨海

各县的盐产。

《新唐书·地理志》记杭州有临平监，又谓盐官县置有盐官，二者当为一。盐官县盖因吴时海昌都

尉置，其地在三国时即已产盐。《元和郡县图志》记杭州盐官县有临平湖，“县西五十五里，溉田三百余

顷。”临平监盖因临平湖而得名，即置于盐官县。开成二年（８３７）黎埴撰《唐故河南府士曹参军黎公墓志
铭并序》中说：黎燧于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在湖州乌程县过世后，权窆于吴县长灵乡；开成元年，其侄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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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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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知临平监事，遂迁护北归”①。可知临平监置有正式官署。临平监所管产盐地，除盐官县外，还当包

括钱塘县境内盐场。北宋元丰中，提点两浙刑狱卢秉议盐法，谓钱塘县有汤村场，“上流睦、歙等州”，

“水势清淡”，其下接仁和县汤村场②。按：仁和县的前身钱江县乃吴越时分钱塘、盐官二县置，则汤村场

当在钱塘江北岸，与盐官县接界。

４． 浙闽海岸。上引《新唐书·食货志》所记唐前中期滨海诸产盐大州中，并无钱塘江以南沿海之
州，说明直到唐中期，浙闽海盐生产，在全国盐产及税收中所占比重尚不大。而在乾元以后所置沿海九

监中，则有兰亭、富都、新亭、永嘉、候官五监处于浙闽海岸。

（１）兰亭监。据《新唐书·地理志》，兰亭监即在越州治。嘉泰《会稽志》谓：“唐越州有兰亭监，官
场五，曰：会稽东场、会稽西场、余姚场、怀远场、地心场，配课盐四十万六千七十四石一斗。今为盐场四：

会稽之三江、曹娥，山阴之钱清、余姚之石堰是也。”③唐时会稽东西场当在会稽县境内（当即宋时之三

江、曹娥场），余姚场当在余姚县（当即石堰场），怀远、地心二场不详所在，或在山阴县境。则兰亭监所

管各场，亦分布在会稽、余姚、山阴等县，与嘉兴监各场分布于嘉兴、海盐、华亭等县相同。

（２）富都监。《新唐书·地理志》于明州$县下记称“有盐”，然未言明有盐官。《新唐书·地理志》
未明载富都监之所在。宝庆《四明志》卷二昌国县城郭栏“正监盐场”条云：“县东南一百八十步，唐曰

富都，十监之一也。以丧乱废。皇朝端拱三年八月十五日复建。又有子场曰甬东。”④则唐时富都监应

在翁洲（舟山岛）上。同书卷 １《沿革论》谓熙宁六年（１０７３）“析鄞东之海中洲富都等三乡创立昌国县。”
卷二载昌国县沿革，谓其地在唐时为翁洲，本属$县地；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析$县置翁山县；大历
六年（７７１），废于袁晁之乱，地仍归$县（后改为鄞县）；北宋端拱二年（９８９）置为盐场，“有巡检同监”；
熙宁六年（１０７３），“用部使者言，蓬莱、安期、富都三乡与（鄞）县隔海，乃诏置尉，主斗讼盗贼之事，已而
创县。”则知富都乡之名，早在昌国立县之前即已存在。同卷“乡村”栏谓：富都乡“距县半里，总九都，管

里二、村二”⑤。则知富都乡即为昌国县治所在。据此，唐时所置富都监，亦即在北宋昌国县治之所在。

宝庆《四明志》所记昌国县盐场，除正监盐场、甬东子场外，还有岱山盐场（熙宁六年置）、高南亭盐

场（元隶岱山场，嘉定元年立为正场）、芦花盐场（本曰东监，嘉定十五年立为正场）。其中，岱山、芦花二

场，在晚唐五代当已产盐。上引元丰中卢秉盐法议中，也述及明州岱山、昌国二场。此外，还述及慈溪县

有鸣鹤场。宝庆《四明志》卷一六谓鸣鹤盐场在慈溪县东六十里，熙宁六年置；其卷一二记鄞县有大嵩

盐场（在县东境阳堂乡）；卷一八记定海县有清泉、龙头、穿山、长山四盐场。由此诸场，虽为后置，然其

地在唐五代时或已产盐，其盐业生产及运销，当属于富都监管辖。宝庆《四明志》卷二一《存古》下又记

有孔侯墓，谓在定海县之童翁浦，孔侯即此浦人。“唐咸通中，有富都巡吏刘赞梦”见孔侯，托其为之敛

葬，“今定海县有助海侯庙。兵部侍郎皮光业记”⑥。皮光业为吴越国钱幕僚，故此条记载当出自晚唐

五代。童翁浦在$县（定海县乃分$县东北境置），富都巡吏则当是富都监的巡吏，说明富都监当管领
$县境内的盐场。

（３）新亭监。《新唐书·地理志》谓新亭监置于杭州，张剑光先生据《吴越备史》卷四、《十国春秋》
卷八七《元德昭传》所记，认为新亭监当在台州⑦，应可从。嘉定《赤城志》卷 ７《公廨门四》谓：“台濒海，
故有盐。”其下“仓库”栏记有都盐仓、盐本库。其“新亭盐监”条称：“在（临海）县东南六十里，今废。”⑧

新亭监在临海县东南六十里，当即临海江入海之口附近，或即在章安镇。《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引《尚书

故实》谓顾况：“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同书卷二一

四引《名画记》载，“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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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去。”①王默为顾况的副手，称为“海中都巡”，知盐监有巡海之责。

据《新唐书·地理志》，台州盐产之地却在黄岩与宁海二县。嘉定《赤城志》卷七记宁海县有长亭盐

场，“在县东一百二十里，旧在港头，大观三年徙今地。”港头，当在三门湾内海游镇一带。长亭盐场可能

开发甚早，“新亭监”或即因“长亭”而得名，盖盐监初在宁海县境内之长亭，移置临海后，方称为“新亭”。

嘉定《赤城志》卷七记临海县境内的盐场，为杜渎盐场，在临海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则与宁海南境海游镇

一带的长亭场相近。黄岩境内的盐场，嘉定《赤城志》记为于浦盐场，谓在黄岩县东南七十里。看来临

海江（今椒江）入海口处并不产盐，新亭监置于此处，盖为盐产集中运销之便利。

（４）永嘉监。《新唐书·地理志》记温州有永嘉监盐官。《新唐书》卷七《宗室世系表》见有宗室
李曾任永嘉监官。大历中，顾况曾任永嘉盐监。其《释祀篇》称：“龙在甲寅，永嘉大水，损盐田。……

其爱人胜祀，翼日雨止。盐人复本，泉货充府。”②甲寅当即大历九年（７７４）。则知其时温州盐业生产占
有较大比重。北宋元丰中，卢秉在盐法议中述及温州有双?、南天富、北天富等盐场。双?场，当即《宋

史·地理志》所记之双穗场，在瑞安县；南、北天富场，则在平阳县。《宋史·地理志》又记有永嘉盐场，

在永嘉县。盖唐时永嘉监当置于温州治，而其盐产地则主要在瑞安之双?场与平阳县之南、北天富场。

（５）候官监。《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福州产盐之县，有候官、长乐、连江、长溪四县。淳熙《三山
志》称：“今福清、长乐县见有盐户，连江、罗源、宁德、长溪边海旧亦各有盐额。”罗源、宁德皆由连江县分

置，此处所说之“旧”，盖指唐五代北宋时③。据《新唐书·地理志》，泉州晋江、南安二县亦产盐，或亦属

于候官监管辖。

５． 广东海岸。汉武帝时即于南海郡番禺县置有盐官。《太平寰宇记》于东莞县下先引《南越志》云：
“水东流入海，帆道二日至东莞。”接叙其“汉顺帝时属南海郡地，吴孙皓以甘露元年置始兴郡，以其地置

司盐都尉。晋立东莞郡，隋为宝安县。唐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④则孙吴尝于其地置有司盐都尉。盖

汉时番禺县所置之盐官，当即在这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岭南滨海各州县中，广州东莞县、新会县以及潮州海阳县、琼州琼山县、

振州宁远县、儋州义伦县均产盐。东莞县自两汉三国以来即产盐。新会县，《太平寰宇记》于新会县下

记有上川洲、下川洲，谓“在县南二百六十里大海中。其洲带山，湾浦极广。出煎香，有盐田，土［人］煎

盐为业”⑤。潮州海阳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潮州海阳县下记有盐亭驿，谓“近海，百姓煮海水为

盐，远近取给”⑥。《太平御览》引《岭表异录》（当即《岭表录异》）曰：

野煎盐，广南煮海，其无限［制］。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俯迩沧溟，去

府最远。商人于所司给一百石榷课，止销杂货三、二千。及往本场盐，并无官者给遣。商人但将人

力收聚咸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

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计），用竹盘煎之，顷［刻］（克）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镬，

表里以牡蛎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谓之野煎，易得如此也。⑦

岭南滨海盐场盖并未设置盐监，故并未推行过官运官销，而是由商人承买榷课（计价极微，用杂货三二

千，即可承买一百石盐的榷课），自行前往盐场买盐运销。商人还在盐场组织生产，提供基本生产资料；

直接生产者显然是在商人的控制之下的。恩州场，当在恩州。《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八恩州阳江县下记

有罗洲，谓“在海口，回环三百里，在县西……此洲乃百姓鱼盐之地也”⑧。其地当即今阳江北津港外的

海陵岛。这些在洲岛上以鱼盐为生的百姓，也应当并未纳入官府的直接管理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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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古时代滨海地域渔民与盐民的生计

虽然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非常阙略，有限的记载又难以准确判断其价值，但通过细致梳理、辨析相

关史料，我们仍得以对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盐之利及其分布，形成若干认识：

１． 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利主要集中在渤海湾、莱州湾、海州湾、长江口两侧、杭州湾以及浙南福
建沿海各海湾、岛屿间，珠江口两侧、北部湾等近海水域，特别是黄河、漯水、浮水、无棣河、淮水、长江、浙

江水（钱塘江）、椒江、瓯江、闽江、九龙江、珠江、符江等河流入海口及近海岛屿附近水域。显然，这些水

域为咸淡水汇合处，适合鱼类生活的物质最为丰富，故自来即为著名的渔场。

２． 滨海渔业产品，除各种海鱼之外，还见有海蛎、蛤、蚶、螺、珠及紫菜、菇米之属，盖捕鱼捞螺应当是
滨海渔民的主要生计活动。据此推测，中古时代的海洋渔业当属于沿海渔业，渔业活动大抵限于距离海

岸（包括离岛海岸）一日间航程以内的海域；沿岸及岛屿采集贝类与海藻亦可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３． 诸种海产品，除海珠、珊瑚之外，各种海鱼、海蛤、紫菜等也得列入贡品，干鲻鱼、鳇鱼酱等成为远
近闻名的土产，并进入市场。凡此，都说明中古时代滨海地域当已形成海产品加工业。其时之加工技

术，盖以干制（晒干、熏干）与腌制为主。

４．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盐产的分布，虽然受到历代盐业政策的影响甚巨，变化亦十分复杂，但总的说
来，滨海盐利主要集中于黄河、海河、济水入海口的渤海西岸、西南岸地带（汉代渤海郡、千乘郡、渔阳

郡、北海郡、东莱郡，北魏沧、瀛、幽、青，唐代沧、棣、青等州），苏北沿海地区（汉代盐渎县，唐海州、盐城

监、海陵监），江南滨海部分地区（汉会稽郡海盐县，孙吴海盐、海昌、南沙司盐都尉，唐嘉兴监、临平监），

浙东舟山群岛（唐富都监）及浙闽沿海部分地区（新亭监、永嘉监、候官监等），以及珠江口两侧（唐东莞

县、新会县）等。

５． 重要的产盐区，多与主要交通网络相联结。如汉时置有盐官的渤海郡章武县，即可通过屯氏河与
河水相通；渔阳郡泉州县，位于沽水入海之口；千乘郡处漯水入海口，漯水又可与河水相通。唐代沧、棣

二州的盐产，即可通过无棣沟、浮水等与永济渠相联，已见上文。唐后期盐城、海陵、嘉兴、临平、兰亭诸

监盐产，都有水道与大运河相通；而富都、新亭、永嘉、候官等浙闽沿海诸监盐产，及广东沿海盐产，则除

沿其临近河流水系运销外，还可能通过海道，北运长江流域及中原地区。至于交通不便的盐产区，地位

则大受影响。如汉代置有盐官的琅邪郡长广县（治在今山东莱阳东）、计斤县（治在今山东胶州）与海曲

县（治在今山东日照）三处，在唐代虽仍有盐产①，但已不十分重要。这说明盐产能否外运，实为海盐产

区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古时代滨海鱼利的分布格局与盐利的分布格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鱼利丰富之地，往

往也是盐利丰富之地。而在上引文献记载中，二者更往往并称，合为“鱼盐之利”。进入市场后，鱼、盐

也往往聚于一处，形成鱼盐市。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之二句云：“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②此诗盖

作于杭州，东楼当即望海楼。其所描述的“鱼盐聚为市”之况，当是杭州湾两岸地区的情形，温庭筠《送

淮阴孙令之官》则描述说：“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③淮阴的鱼盐市位于跨河的桥上，正处于水陆交

通的汇合点。鱼、盐往往合于一市买卖，正说明进入市场的鱼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存于盐。盖从事渔业

生产的滨海人群，虽“脂泽悉用鱼膏”，但不太可能以海产作为主食，势必需要粮食，且其“衣服兼资绢

布”，亦须以海产品交换获得。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或者上岸垦殖，种谷植桑麻，以获取衣食所必须之谷

物、绢布；或者将海产出卖，以换取生活与生产必须品或其原材料。张籍《送海南客归旧岛》诗句云：“海

上去应远，蛮家云岛孤。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④“须”当作“墟”。这首诗是说海上的“蛮家”居于

８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①

②③④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于莱州掖县、胶水县、即墨县及密州诸城县、莒县下均注明“有盐”（第 ９９５—９９７页）。
　 见《全唐诗》卷四四三，第 ４９７９页；卷五八二，第 ６８００页；卷三八四，第 ４３２４页。



孤岛之上，划着竹船，来到桂浦，浦旁山麓，有一处墟市，在那里卖鱼。而方干《越中言事二首》之二则描

述说：“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①鱼市位于岸边，商贾直接到鱼市买鱼。《岭表录异》卷下

载：“海夷卢亭”往往以斧取蚝壳，“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原注云：“卢亭好酒，以蚝

肉换酒也。”②卢亭子卖蚝易酒，亦已进入市场。

而以制盐作为主要生计手段的滨海人群，与滨海渔业人群的生活方式，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

处。古代盐业经济的重心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运销。盐民必须把生产的食盐运销出去，才能换取其所

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官府或商贾也必须把食盐运销到各地去，才能获利。在这一过程中，盐民自身并不

具备或很难具备运、销盐产的能力，必须仰赖官府或商人，从而形成对官府或商人的依附。

汉代盐官控制下的海盐生产，据《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所录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说

法，是“煮盐，官与牢盆。”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也。盆者，煮盐盆。”也就是说，由官府提

供生活必需品与生产工具给煮盐者（盐民）。孔仅与东郭咸阳说，在官府垄断盐利之前，“浮食奇民，欲

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奇民，司马贞索隐曰：“诸侯也，非农工之俦，故言奇也。”③盖“奇

民”非农工之俦，然未必尽为诸侯，应当就是指那些“豪强大家”。然则，在官府垄断盐业产运销、向盐民

提供生活生产资料之前，是由“擅管山海之货”的豪强大家供给“细民”牢、盆，并收取盐产的。《盐铁

论·复古》录大夫之言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

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

其轻为非亦大矣！”④豪强大家，盖得控制滨海产盐之地，聚集“放流人民”，供给其衣食工具，让他们煮海

制盐，然后收集盐产，运销各地。那些由豪强大家控制的“放流人民”，“远去乡里，弃坟墓”，显然逸出于

王朝国家编户齐民体系之外，必须“依倚大家”方得生存。官府垄断盐业生产、运销之后，由官府直接控

制滨海盐产资源、生产及运销各环节，对于产盐“细民”而言，则不过由豪强控制改由官府直接控制。而

无论其由豪强抑或由官府控制，都说明他们无法单独从事海盐生产，必须纳入更广大的产运销系统中，

才能维持生计，开展生产。

东汉初年，沿袭王莽“除山泽六莞之禁”的做法，放松对盐铁的控制，实际上废弃了“食盐官营”，实

行私煮课税制。自汉末三国以来，曹魏、西晋政权复行官营制度，盐官且多加戎号，以军事方式管理盐

业。上引《赵记》谓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王述是石勒大将，见于《晋书·石勒载记》，称为“河间王

述”，盖为河间人。王述筑城煮盐，显然是领兵屯盐，以军营军管方式生产食盐。上引《晋书·慕容德载

记》所记南燕时在［马］（乌常）泽置立盐官，以广军、官之用，应当也是官营盐业。

魏末于沧、瀛、幽、青置灶煮盐，四州共置有二千余灶，灶数与收盐数如此准确，而且实行之后，“军

国所资，得以周赡”，显然是官营。《北史·崔昂传》载，武定中，右仆射崔暹奏请于海州、沂州煮盐，“有

利军国”。齐主高澄问于崔昂，昂曰：“亦既官煮，须断［民］（人）灶，官力虽多，不及［民］（人）广。请准

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⑤。说明当时存在官灶、民（人）灶两种方式：官灶由官

府直接经营，民灶则由官府发给部分生活生产成本、并征收“灶税”。而官灶不及民灶之广。崔昂建议

按照关市的做法，按灶征税，由官府支给民灶部分生产生活成本，并不直接“禁断”民灶，即民产官运官

销。然则，《魏书·食货志》所记魏末沧、瀛、幽、青四州境内的二千余灶，应当都是官灶；除官灶之外，滨

海地带尚有更多的民灶。

唐前期，海盐产销主要由民营。开元元年（７１３），刘彤上表论盐铁，说：“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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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为室，农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①所谓“农余之辈”，自是指不以

农业为生的官商富豪。控制滨海盐利、组织盐业生产与运销的是“农余之辈”。刘彤在下文中又建议

说：“若能收山海厚利，夺农之余人，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

乎？”则是用山海渔盐之利来补充国用，以此可减少对“穷苦之子”租调的征收。《新唐书·食货志》谓乾

元元年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②。《旧唐书·第五琦传》记其事，谓：

“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

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③“浮人”当即“游民”，他们都是脱离户籍而“佣”于“农余之辈”，依附于

富商豪强，给他们制盐的。榷盐法实行后，无论是“旧业户”，还是“浮人”（“游户”），只要仍然“业盐”，

就全部被编入“亭户”系统，归属设在各地的盐监统一管理、控制。

唐代榷盐法的核心在于官收盐产，统一运销，而对于海盐的生产环节，并无太多干预。官府规定了

亭户每年必须完成的生产定额，向亭户支付盐价，作为亭户完成盐产定额的报酬；而亭户生活所资，主要

就是官府所给予的盐价。这样，亭户就被纳入了由官府控制的食盐产销系统，其生计主要依赖此一系统

的有效运转。而在岭南沿海地区，如上所述，由于官府并未直接在滨海地域设立盐官负责收籴盐产，而

是由商人“承包”盐产购进、运输及销售，盐户对于盐商的依赖性就要大为加强。实际上，即便在官府置

立盐监的江淮浙闽沿海，官运官销很快也就被放弃，而改行“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的商运商销

制，商人遂得较全面地介入海盐生产与运销环节。《新唐书·王式传》记咸通初年（８６０），有“余姚民徐
泽专鱼盐之利”，“豪纵，州不能制”，为王式所榜杀④。“专鱼盐之利”的徐泽，显然是豪强富商。而那些

直接从事海盐生产的“细民”，则显然处于这些“豪纵”的富商控制之下。

综上考述，可以认知：中古时代活动于滨海地域的人群，无论是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还是主要从

事海盐生产，都必须适应滨海地域的环境与资源条件，逐步将自己纳入更为广阔的生计系统中，通过贸

易等手段，以获取生活必需的粮食、衣物及生产必需的木料、工具等。盖无论何人，都不可能单纯依靠

鱼、盐产品而生存，所以，主要依靠鱼、盐生产的滨海地域的经济，存在着结构性的短缺，是一种不能完全

自给自足的经济，它必然需要以不同方式与农耕因素或贸易因素相结合，才能补充其经济之不足。结合

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上岸，在滨海地域垦田耕种，以收获粮食；二是贸易，即以鱼、盐及其他海产品或

航海服务，以换取粮食、衣物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具；三是抢掠，通过武力手段抢夺陆地人家或海上运输的

粮食、衣物及其他用品。

滨海地域经济的不自足性，促成了滨海地域经济网络的外向性：自古以来，滨海地域就需要通过与

外界的交流与贸易，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因此，滨海地域乃至海洋区域的外向性，是根基于其

内在生态生计系统的。同时，无论从事渔业生产，还是从事盐业生产，均需要较强的技术条件和特定的

生产工具，也需要不同行业的配合，从而强化了滨海人群间的相互依存。上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

记载圆仁一行在海边遇见的卖芦人，典型地反映出滨海盐业生产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而行业分工显

然强化了区域人群的相互依存。区域内部人群的交流、依存及其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贸易的必要

性，乃是滨海地域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而此种地域经济形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所谓中古时

代的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封闭、独立为根本特征的看法，至少对于滨海地域及其人群而言，可能是不

适用的。

（责任编辑　 孔令琴）

０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①

②

③

《通典》卷一《食货典》，“盐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２３１页。
④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第 １３７８页；卷一六七《王播传》附式传，第 ５１２０—５１２１页。
《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第 ３５１７页。


